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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治理视域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基层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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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政党−国家−社会”范式来重新诠释、反思基层社会治理的中国经验，才能充分认识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基层社会治理转型与机制创新，进一步开拓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服务功能。中国共产党通

过党组织网络，经由嵌入式治理中的功能性嵌入、结构性嵌入和资源性嵌入、吸纳型政治中的“政党

吸纳社会”和“政党吸纳行政”、政党统合治理中的使命型政党、政治社会化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培育

等方式，实现了政党治理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在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行动中，以强大的

政党合法性为基础，以合法性政治动员为手段，通过吸纳机制整合社会力量，通过服务引领机制提升

政党服务效能，强化了党组织在基层社会的网络渗透，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基层社会的有效引领、社

会动员和社会整合，全面推进了政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未来社会治理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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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肩负

着社会治理的历史重任。1949 年新中国建立，我

国形成了相对集中的政社一体化的治理体系。

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

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形式的代议制，以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以人

民公社、单位制和街区制为代表的基层社会治理

(控制)体系的形成[1]。从 1957 年至 1978 年，我

国逐步形成以人民公社、单位制、街居制和户籍

管理为核心的社会管控模式，在这期间通过革命

型的管理方式，依靠持续的政治动员，实行强有

力的行政命令，中国社会实现了从“无组织”到

“有组织”、从“旧组织”到“新组织”、从

“弱组织”到“强组织”的转变[2]。1978 年改革

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单位制的解

体，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的目标、任务和方式

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新时代，执政党的主要任

务不仅仅是要解决社会的组织化问题，还要解决

如何引领社会发展的问题，具体来说是如何经由

政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现国家治

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如何在确保党

的核心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发挥党组织的引领、

凝聚和服务基层社会功能的问题。通过党建引领

社会基层治理的目的并不是要加强对社会的控

制，而是要进一步赋予社会更多的自主性，进一

步发挥中国共产党作为整合引领社会基层力量

的核心作用。 

本研究基于“政党−国家−社会[3]”范式重新

诠释、反思中国共产党百年基层社会治理的经

验，重新思考新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机制、

动力和方向，重新检视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如何

经由政党治理模式的转型与发展来实现国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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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秩序合法性的再生产，实现中央权威与地方自

主的有机结合，实现政党作为能动主体对社会的

塑造，进而达到提升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能力、

促进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的。 

 

一、政党治理：政党社会学下的 
政党与基层社会治理 

 

政党社会学从属于政治社会学。政党社会学

主要是采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党与社

会之间的互动形塑关系、政党产生与形成的社会

基础、政党的意识形态功能、政党组织动员社会

的过程与机制、政党塑造社会过程以及政党在社

会中的合法性建构等问题。政党社会学的研究路

径可以分为“社会中的政党”与“政党中的社会”

两种[4]。政党社会学的研究内容主要聚焦于以政

党组织为主要行为主体来进行利益表达和集体

行动的社会部分，强调政党与社会的互动耦合关

系，强调政党作为能动主体对社会的塑造，关注

社会被政党组织动员的程度，关注政党深入社

会、塑造社会并从社会中汲取合法性的程度。 

政党治理是政治社会学、政党社会学关注的

重要议题。在我国传统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国

家政权习惯于依赖政权机构序列、科层制逻辑、

层级治理体制等治理方式，将社区作为国家治理

单元，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发挥着对基层社会的

控制和整合作用。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转型，单

位制的解体、住房商品化、社区异质性的增强，

出现了社区的行政服务水平与居民的多元化需

求相脱节、社区利益责任连带制衡关系断裂、社

区居民人际关系疏离、社区公共事务参与原子化

等现象，影响着国家政权力量对基层社会控制与

整合。 

政党是特定阶级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力量，是

以强大的政治合法性为基础，为夺取或巩固国家

政治权力、实现政治整合而组成的政治组织[5]。

中国共产党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百年历程和经

验告诉我们，通过政党行动和政治过程，中国共

产党能够成功将“差异化”“碎片化”“原子

化”的社会力量转化成具有凝聚力、团结感和集

体认同感的“政治主体”。因此，实现由基于科

层制逻辑的行政过程到基于政治合法性、政党治

理逻辑的政治过程转变，由传统的行政干预式的

“社会管理”走向当代由执政党引领下的多元协

商合作的“社会治理”转变，需要强化基层党组

织建设，需要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其政治权威

性、充分展现其政治动员能力，需要重点强调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需要充分发挥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级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商共

治优势。 

把党组织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种工具、资

源和手段，强调把政党纳入社会治理序列，强调

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政党在场[6]、以政党为中

心[7]或政党主导的多元合作治理等特色，体现了

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基层治理对政党要素的结

构性吸纳、功能性整合、价值性适应和资源性链

接等，其根本目标是以政党引领国家治理和社会

治理，经由国家政权在中国基层社会的合法性建

构，实现“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国家治理理

念。因此，研究政党参与国家治理具有特殊的理

论价值，有利于从理论层面重新思考和总结中国

共产党在当代社会转型背景下，成功引领国家治

理体系的现代化。 

其一，政党治理强调其与国家治理、社会治

理本质上的一致性。三者都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

理能力现代化、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

局、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本途径和手段。“政

党治理”蕴含着超越基于国家和社会二分法中的

“自治型”“官民共治型”“政府主导型”的社

会管理模式，经由政党-国家-社会治理关系的重

塑，以政党治理引领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通过

党建引领下的多元主体协商共治模式，把政党治

理作为国家政治秩序的再生产机制，体现了执政

党建设与国家政权建设的内在一致性。政党治理

与国家治理、基层社区治理在本质上、价值和功

能上具有一致性，实现政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

是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重要前提和基础条件。 

其二，政党治理强调政党作为政治行动者，

具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政治能动性、创造性与

相对自主性。通过政党合法性的政治动员、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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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建构、利益诉求等政治组织形式，政党实现

了自身作为能动主体对社会的塑造[8]。政党治理

是以强大的政治合法性为基础，以政治社会化与

发动群众为手段，通过党组织强大的网络渗透和

传播能力，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全面建构。 

其三，政党治理强调政党作为“使命型政

党”或“能动型政党”，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

力、资源链接能力、利益整合能力和社会服务能

力。政党治理改变了常规的科层制管理模式，通

过将行政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通过党组织网络

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和意识形态宣传效应，使党

的意志快速传递，党的声音迅速传播，党的意志

得到进一步贯彻，进而强化了政党治理的效能，

达到了经由政党治理现代化来推进国家治理现

代化的目的。 

其四，政党治理强调党建引领下政治过程的

能动性和自主性、政治实践场域的开放性和创造

性以及政党拥有塑造社会能力的前提性。中国语

境中的政党治理过程是“政党介入社会”“政党

引领社会”与“社会发育”同步推进的过程。通

过政党的政治社会化运动、嵌入式治理和统合治

理实现了基层社会的自我维持与国家意志的统

合，促进了国家权威在基层社会的再创造、基层

政权建设和基层社会发育等的顺利实现。通过党

组织网络，能有效促进中央的权威性、一统性与

地方的自主性、灵活性的有机结合。政党通过政

治社会化、政治过程或者政治行动，发展出一套

政治话语，将社会、经济和文化结构中存在的分

歧和结构性冲突转化为具体的诉求和压力，起到

整合社会利益、缓解社会冲突、化解社会矛盾、

促进社会稳定的功能。 

 

二、中国共产党基层社会治理实践： 
   嵌入、吸纳与统合的治理机制 

 

中国基层社会场域中的政党治理表现为党

建引领下的政党、国家、基层政权、社区、市场、

社会组织等治理主体之间的动态整合关系、相互

重塑关系以及多元合作关系。在政党-国家-社会

研究范式中，一方面，政党作为整体，与国家和

社会在价值追求上具有本质一致性，表现为“党

在国家中[3]”；另一方面从社会治理角度来看待

政党，表现为“党在社会中”，以政党治理引领

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基于“政党治理”的理论

逻辑和中国共产党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百年历

程和基本经验发现，经由党建引领中国基层社会

治理，是推动中国政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重要战略部署，由此形成了独特的中国经

验，体现了中国智慧。 

(一) 政党嵌入式治理：党组织网络嵌入、政

党整合与政党权威重塑机制 

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实践强调通过嵌入

式治理，促成党组织的网络化治理，进而实现政

党对社会的整合和政党权威的重塑。嵌入式治理

强调在基层政党的社会治理实践中，经由党组织

网络的结构性嵌入，实现对基层社区的网络化治

理和整合[9]。嵌入式网络治理，强调政党通过基

层政党组织网络在基层社区的铺陈，实现了功能

嵌入、结构嵌入、资源嵌入等。嵌入式网络治理

能有效实现国家、基层政权、社区和社区居民的

有效统合，提升基层社会的治理效能。在基层治

理实践中，政党嵌入式治理实现了国家与社会从

自上而下的单向的控制关系向网络扁平化、多节

点的“嵌入性关系”转变。 

1. 网络化与政党治理的功能性嵌入 

“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10]。中国共

产党在推动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

不仅开启了中国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现代化治

理历程，而且在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

发挥着核心引领功能，并取得了伟大成就。这些

引领功能包括文化价值引领功能、政治整合功能

与社会参与功能、行政合法性承载功能和服务有

效供给功能等。政党通过党组织的功能整合机制

引领社会，通过政党下社区，经由社区化党建、

区域化党建或组织化党建实现政党治理；经由政

党在基层的网络化平台，宣传党的主张，执行党

的命令，完成党的使命，实现政治功能和政治整

合功能。 

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实践与政党治理实践

中的功能性嵌入表现为下面几个方面： 

一是参与式的党员嵌入，通过参与式的党员

嵌入，能有效激活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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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平等、共治的协商式参与，实现从一元化

行政整合到党建引领下的多元主体民主协商整

合，从基于科层制管理体制走向基于政党引领的

民主协商体制。 

二是平等式的服务嵌入，平等式的服务嵌入

一方面体现了经由“服务型党组织”或“服务治

理”机制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的角色定位，通过

“服务下沉”，激活党组织的社会服务功能，围

绕公共服务目标建立以公共服务为主的党组织

网络体系，形成多元的网络服务主体和网络机

制，经由社会化和专业化的公共服务供给，强化

了政党治理公共服务效能。另一方面，体现了通

过“服务嵌入”和政党服务下沉，实现“服务治

理”。“服务治理”强调经由党政服务下沉社

区，通过非强制性但更加富有成效的“软性整

合”，将党的意图嵌入服务中，经由服务型渗透

实现基层社区对政党的合法性认同。经由“服务

治理”重建国家的政治权威。作为国家政治秩序

合法性的再生产机制，经由“服务嵌入”和“服

务治理”，可以实现现代国家对社区的整合和国

家政权合法性的建构等。 

三是具有价值整合功能的文化嵌入。政党文

化包括意识形态及其价值体系、政党行为规范体

系等。政党文化嵌入是通过将先进的政党文化结

构嵌入社会，实现对社会的文化改造。建设具有

中国特色的政党治理体系，要求实现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有效引领社会思潮，通过政治文化宣传和

意识形态控制，通过政治学习和政治教育，实现

基于中国共产党先进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引领、整

合和创新。 

2. 组织化与政党治理的结构性嵌入 

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实践与政党治理中的

结构性嵌入具体表现为“组织化嵌入[11]”和“党

组织网络嵌入”[12]，强调整合、组织化或改变原

有社会结构和规则体系，使其纳入新的制度体系

和结构体系中，通过扁平化的组织网络嵌入和制

度创新，通过组织化网络再造、强化组织网络渗

透或治理网络嵌入实现“政党治理”。早期毛泽

东的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强调通过改造原

有的社会关系模式、重组社会结构、再造农村社

会基础，在党和国家主导下“组织起来”。毛泽

东认为这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实

现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基本前提，也是增强党的执

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

产党在敌后方倡导的互助合作运动。通过互助合

作运动的开展，扩大了公共参与，为民主政治的

发展提供了训练平台；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培育

社会资本；拓展了群众的公共生活空间，为群众

自发地参与社会生活提供了平台。作为生产关系

的变革，互助合作运动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经济关

系，体现出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作为乡村社会

组织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它还深刻地改变了人们

的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从而影响到整个乡村社

会的治理结构和权威秩序。 

3. 社会化与政党治理的资源性嵌入 

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实践与“政党治理”中

的资源嵌入强调政党通过嵌入政府提供的资源

结构中，经由资源性嵌入和专业化、社会化服务

实现现代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建构。党建引领基层

社会治理是通过送服务下社区、送文化下社区、

送项目下社区、送法制下社区或培育社区社会组

织等形式来实现。除此之外，政府还通过购买社

会化服务，实现送服务下社区和送组织下社区，

经由社会化机制实现社区服务中的专业性资源

嵌入，提高社区服务的专业权威和服务的专业化

水平；同时也可以通过把服务作为一种治理手段

或治理资源，经由公共服务重新建构国家权威，

实现政治整合。 

4. 政党治理的政党权威重塑和利益整合 

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实践与政党权威重塑

表现为通过政党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实现体制性

权威与社会性权威、正式权威与非正式权威、体

制内权威与体制外权威、专业权威与科层制权

威、内生性权威与外生性权威的有效整合。政治

合法性权威的建构体现为政治的社区权力、行政

的社区权力、自治的社区权力和文化的社区权力

的结合，结合的网络机制包括组织网络(党组织、

科层制组织)、权力的利益网络(社区共同体利益、

内生性利益)和具有社会关联性的文化网络。 

政党权威重塑需要强化政党治理中的利益

整合机制，从功能整合的视角来看，政党制度面

临着科层制管理带来的社区治理利益碎片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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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密集型的社区利益分化给社区中的不同行动

者带来了密集型的利益空间，政党制度面临着社

会利益分化巨大的压力，政党治理的关键在于如

何经由政党制度优化最大限度实现对分化的社

会利益进行整合并达成一致，或者通过政党的耦

合功能使分化的社会利益和冲突保持在适度的

可控的范围内[13]。 

(二) 政党吸纳型治理：政治吸纳整合、双轨

运作与合法性承载机制 

“吸纳型政治”强调经由“政党治理”吸纳

各种社会力量，壮大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实现国

家政权和社会需求的有效链接和整合。中国特色

的社会治理体现为一种基于中国语境的“吸纳型

治理”技术，强调经由政治或政党吸纳社会构建

政党主导的多元治理网络。政治吸纳整合体现为

“双轨”运作或双向运作机制，其中政党吸纳社

会、政党吸纳行政是“一轨”，政党通过政治吸

纳精英、政治吸纳服务、政治吸纳行政，发挥政

治功能，实现政治整合，最终实现党建引领。“社

会吸纳政治”“行政吸纳政治”是“另一轨”，

通过社会吸纳政治和行政吸纳政治，强化科层制

的行政决策和体制外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

政治合法性基础，实现政党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

政治合法性承载。 

1. 政党吸纳社会与中国共产党政党治理的

中国经验 

“政党吸纳社会”体现为经由政党实现国家

和社会的双向扩展，通过“精英吸纳”、扩大社

会参与、同化吸收新的社会团体、动员发展和培

育社会组织，形成引领、整合与同化并存逻辑下

的“政党吸纳社会”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对社会

的塑造并不仅仅是将重点放在促进工人阶级形

成阶级意识上面，而是将广大人民群众也纳入动

员和改造的范围之内。无论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在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都始终是着眼于

充分发挥党组织的作用来动员最广大的人民  

群众[14]。 

一方面，“政党吸纳社会”体现为政党通过

“吸纳式服务[15]”培育、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会

治理，提供社会服务。具体体现为通过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培育与发展社会组织，培育社会组织

的自主性，发展社会工作，实现政党社会服务的

社会化和专业化，提高政党基层社会治理的效

能，优化政党治理体系。社会组织和社区通过建

立党组织的形式“吸纳政治”，通过基层党组织

网络提供社会服务。社会组织以党组织为中介和

载体，实现参与社会治理的合法性认同和统合治

理，经由“党建引领”“一核多元”“一个支部

一个堡垒”“一个党员一面旗帜”“党建+360

度服务引领”等措施，致力打造最优线上线下党

群服务，形成社会治理共同体。 

另一方面，“政党吸纳社会”体现为精英吸

纳、精英动员和个人吸纳，包括吸纳政府官员、

社区精英、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

组织优秀代表、退伍军人、入党积极分子、新兴

精英等群体。“政党吸纳社会”通过政治安排或

干部选任机制，将社会力量或精英分子吸纳进入

政治权力体系，实现“体制吸纳”或“机构性吸

纳”；或通过身份政治(发展正式党员和入党积极

分子)实现“精英吸纳”“身份政治吸纳”；或通

过公民的政治参与、政治沟通或民主协商的方式

实现“政党吸纳社会”“行政吸纳政治”，将利

益博弈的政治过程纳入行政决策过程，实现“代

议制吸纳”或“商议性吸纳”[16]。 

“政党吸纳社会”强调通过政治制度嵌入实

现对社会个体、组织和网络等不同行动者的政治

吸纳，强调从包办社会、控制社会、管理社会到

发育社会、吸纳社会或整合社会力量，通过政党

的组织化建设和党组织的网络渗透，实现政党吸

纳社会。中国共产党通过“区域化党建”，将党

总支建立在居委会，将支部建立在小区，将党小

组建立在楼栋；通过“组织化党建”，将党支部

建立在社会组织中，要求有三个及以上党员的社

会组织必须成立党支部，不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

成立联合党支部，经由组织化党建实现政党吸纳

社会，即政党对社会组织的吸纳，实现政党主导

的多元合作机制和基层社会组织的“政党    

在场”。 

2. 政党吸纳行政与中国共产党政党治理的

中国经验 

“政党吸纳行政”强调政党或党组织内化

科层制逻辑，从控制角度来看，上级党组织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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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层制结构、政治激励与约束、组织与动员、党

组织中心工作实施、组织资源分配，通过“准科

层制结构”的上下级党组织关系，实行自上而下

的命令和自下而上的服从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实

现政党治理和政治整合。 

第一，“政党吸纳行政”强调科层制逻辑中

的政党适应性[17]和传统科层制惯性的路径依赖，

重点关注党组织行动逻辑中的组织过程与组织

机制分析。党整合社会主要通过行政手段，通过

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和科层制动员，实现政党和

行政的统合。事实上，上下级党组关系与科层制

的上下级层级关系具有某种“结构契合性”。在

具体的制度设置和基层政党治理的实践场域中，

在“两级政府(市、区县)”“三级管理(市、区县

和街道或乡镇)”“四级网络(市、区县和街道或

乡镇、社区居委会或村委会)”的基础上，强化

“社区两委(社区党员支部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

会)”制度。“社区两委”规定党委书记是第一负

责人，负责社区治理的总体工作，党委书记的领

导地位事实上强化了党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地

位，通过上下级党组关系与科层制上下层级治理

关系的“结构契合性”和内在一致性，实现“政

党吸纳行政”。 

第二，“政党吸纳行政”强调经由政党治

理，通过强化党的绝对领导地位，把行政问题转

化为政治问题，实现以政治民主替代行政民主的

共治策略。在威权主义的政体中，“行政过程政

治化行动”是现代国家转型和行政整合的有效

机制。通过行政问题政治化策略，经由行政决策、

协商政治、咨询式民主或政治参与，实现“政治

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利益共同体”

建立。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行政过程政治

化行动”具体表现为基层社会治理场域中国家-

社会关系从制度性向政治性的转变，表现为通过

“政党治理”，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策略性地转

换为政党-国家-社会关系，实现行政角色和行政

职能向政治角色和政治职能转换，强化政治效

能。在中国基层社会的治理场域中，在社区自治

理念的主导下，街道与居委会的关系是“指导与

被指导”关系，街道扮演着指导、配合和协助社

区居委会工作的角色；但是随着党组织网络在基

层社区的渗透和组织边界的扩大，街道和社区居

委会变成了上下级组织关系，两者间的“指导和

被指导关系”变成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命令

−服从”关系，原本的行政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

“行政使命”变成了“使命政治”“忠诚政治”。

党委领导下的新型社区治理机制要求社区有义

务服从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协助上级完成政府下

发的任务，强调“党的中心工作”要通过党组织

领导下的社区居民自治机制来实施。在社区党委

建设的基础上，加强党支部、党小组和联合党支

部的领导，促进社区治理中行政性权利的下沉和

渗透，使行政性事物向社区转移，实现基层党组

织、基层政权参与社区治理的政治效能和政治合

法性再生产。 

第三，“政党吸纳行政”表现为把“行政”

作为政党治理的手段和机制。在党组织内部体现

为政党通过行政机制或行政体系贯彻国家意志，

将自身要求和任务传递到各级行政序列中，实现

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政

党吸纳行政基于科层制体制、服从型、忠诚于党

的行政整合模式，借由政党统合下行政强大的渗

透、介入和整合优势，使政党在基层社区摆脱了

悬浮化、空壳化或形式化的治理困境，促成中国

共产党引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伟大事业的  

实现。 

(三) 政党统合治理：多元力量统合、政党动

员与组织化参与机制 

中国社会在近代经历了“以党建国”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设计并塑造着新中国的国家认同、国

家秩序和政治制度，通过党的建设驱动着国家能

力、政治吸纳和社会统合系统的演变[18]。政党统

合治理强调政党统合社会力量，体现为政党−国

家−社会的统合关系与政治性的统合手段。在具

体的政党治理实践中，表现为通过制度赋予社区

精英以政治身份，增强其政治资源[19]，也表现为

通过体制吸纳社会力量，实现政党的统合治理。

前面提到的“政党吸纳社会”从本质上来讲，属

于“政党统合主义”，从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场域

来说，就是一种基于政党治理的“地方国家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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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20]。“政党统合主义”强调通过政治权力

主体，通过统合多部门、多组织的横向联合和纵

向推动，实现政党对社会力量的有效整合。 

在新中国成立后，政党通过合作社、单位制、

户籍制度等一整套计划经济的匹配制度，将中国

社会深深镶刻在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之内。在农

村，经由公社、大队、生产队这一党政合一的人

民公社制度将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国家权力史无

前例地延伸到了每一个农户家中；在城市，依靠

单位制这一载体把“社会人”变为“单位人”。

“政党统合治理”是以强大的政治合法性、政治

动员能力，以政治社会化运动为基础和动力，塑

造出具有共同体认同和主题意识的“政治共同

体”和“社会治理共同体”。政党统合行政强调

党组织通过党政合一，采用政治激励手段，精心

组织资源分配；强调党的中心工作和任务指标的

完成，实现政治与行政的统合；强调通过重建基

层组织(如党组织)，依靠政治资源、政治关联吸

纳社会精英，设置基层政权等方式统合各种社会

力量，以实现社会配合国家或政党，达到统合治

理的目的；强调经由机构统合、政权统合、议题

统合、价值统合、利益统合和文化统合等方式，

实现公共价值的引领、共治平台的搭建、治理资

源的整合。 

从政党动员的机制来看，动员的形式有政治

动员(政治机制)、行政动员(科层化机制)和组织动

员(社会化机制)。政治动员是以强大的政治合法

性为基础和依托，体现出强大的国家政治动员能

力，蕴含着国家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建构、国家意

志的渗透和政治话语的灌输。政治动员的手段包

括政治宣传、政治教育、政治学习和政治运动。

行政动员强调科层制内部的动员、层级动员、政

党吸纳行政和政党行政统合式动员，通过常规的

自上而下的科层制嵌入、一元化的行政整合、层

级治理结构和压力型体制，实现政党动员和政党

治理。社会动员强调政党对群众的动员，以发动

群众为手段，通过组织社会化和政治动员，经由

党组织实现精英吸纳，强化党组织网络渗透和社

区居民参与，经由党建引领下的平等、共治和协

商式参与来实现社会动员。 

 

三、政党治理：中国共产党社会 
治理的转型与发展 

 

基于 “政党治理”的理论逻辑和中国共产

党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百年历程和基本经验发

现，“政党治理”中政社关系的现代转型与发展

要求发挥共产党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功能，进而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第一，实现政党治理转型与发展，要求经由

中国共产党引领基层社会治理行动实现政党引

领社会、政党嵌入社会、政党统合社会的现代转

型，实现政党治理向“一核多元”的共治形态转

变。在我国，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广大人民

的根本利益。政党治理有利于实现  “使命政

治”“回应型政治”“利益共同体”和“人类

命运共同体”等观念整合，实现政党治理实践场

域中政党对于社会的政治方向引领、先进文化引

领、正确的舆论引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

领，强化阵地意识、方向意识和大局意识，增强

政治定力和责任担当。 

第二，实现政党治理的转型与发展，要求经

由中国共产党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实现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平等协商、民主合作与政治动员，优

化党建引领下的多元协商与民主整合的功能和

机制。传统科层制管理体制致使国家机制运转效

率不高、国家动员能力匮乏、社区居民参与积极

性低、政府公信力下降、社会组织活力不够，导

致社会发育水平滞后。只有通过加强党的领导，

经由党建引领下的民主协商机制，实现政党治

理、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间的良性互动，强化不

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平等协商对话，确立共同的治

理目标，重视公共事务的管理，才能有效调动社

区居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社

区治理共同体。 

第三，实现政党治理转型与发展，需要经由

中国共产党引领基层社会治理行动，经由政党的

再社会化和党组织网络的延伸，实现党组织的网

络治理。党组织的网络治理打破了常规、纵向的

科层制管理体制，实现了党领导下的扁平化网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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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治理形态。在基层社会治理场域中，单一依

赖行政科层体制，依赖自上而下的资源管理方

式，容易导致“基层政权悬浮化”和“权威碎片

化”，容易导致公共政策协调失灵、社会治理效

率低下、社会动员能力与公共服务能力弱化、社

区治理碎片化。政党的再社会化是马克思主义政

党的内在规定性和本质要求，是推进政党治理能

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和重要路径，是

经由政党的再社会化运动，实现党组织网络在基

层实践场域的全覆盖，经由党组织网络的下沉和

渗透，能有效解决悬浮化、空壳化、碎片化和执

行扭曲等基层社会治理困境。 

第四，实现政党治理转型与发展，要求经由

中国共产党引领基层社会治理行动，推进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基层社会治理转型与体制机制创

新。党建引领的实现体制机制创新表现为政治机

制、组织机制、吸纳机制和服务引领机制创新。

政治机制创新以提升政党政治领导力为核心，以

强大的政治合法性为基础,以国家政权的合法性

建构为目标，以政治社会化运动和政治话语灌输

为手段，推进政党治理政治功能的发挥。 

 

四、小结 

 

政党治理视域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基层社

会治理，就是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场域中，通过

政党引领社会，把社区整合进党的治理目标之

下，实现现代国家对社区的政治整合；通过强化

社区、社会组织和基层社会的政治功能，通过政

治动员、政治学习、政治教育和政治运动，实现

意识形态宣传和政治意识培育，以强化政党对基

层社会的领导和政治动员。 

首先，通过组织机制创新以提升组织力为核

心，提升政党的治理效能。组织机制创新通过党

组织再造、基层社会的组织化过程和组织功能实

现，实现基于科层制的行政层级治理向党组织网

络治理转型。通过党组织网络治理、网络化党建、

社区的再组织化，经由党总支、党支部、党小组、

联合党支部等支部建设，实现党组织在基层社会

的再创造；经由社区化党建、区域化党建和政党

下社区，强化党组织网络渗透。组织机制创新又

表现为组织行为和组织动员机制创新，具体体现

为考核和激励机制、组织动员机制、利益协调机

制、服务供给机制、矛盾化解机制、赋权增能机

制、文化引领机制、社区居民参与机制等的创新

与发展。 

其次，通过吸纳机制整合社会力量，培育社

会治理共同体，提升政党治理效能。吸纳机制创

新强调政党的统合治理，以提升动员力为核心，

强调政党的统合功能，体现为政党的凝聚力建

设、社会动员能力建设、社会力量统合力建设，

包括政党对社会组织、精英群体政治上的吸纳，

行政、议题、价值上的统合机制，通过吸纳实现

体制外精英到体制内的转变，经由制度化的身份

赋予实现政治身份转变与体制合法性承载，实现

政治精英统合。 

最后，通过服务引领机制创新，以服务为手

段，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效能。服务引领机制

创新以提升“使命型政党”和“政党回应力”为

核心，以民众利益需求为导向，实现服务型政党

的角色转型，经由政党服务下社区、政党吸纳式

服务、嵌入式服务回应社会需求，经由政党的服

务式治理，强化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激活基层党

组织的社会服务功能，通过实现“服务下沉”，

解决基层社区中党组织服务悬浮化和空壳化，解

决基层社区中党组织服务弱化、虚化、封闭化、

分割化和边缘化以及社区党组织活动的形式化

困境，真正发挥政党的社会服务功能，成为人们

满意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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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P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ty governance 

 

PAN Zeq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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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ly by reinterpreting and reflecting on the Chinese experience of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with the "Party-state-society" paradigm, can the transformation of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and 

mechanism innov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PC be fully understood, and can CPC's social service 

function further develop. CPC, by establishing the network of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by resorting to 

functional embedding, structural embedding and resource embedding in "Embedded Governance", by 

undertaking the “Party Absorbing Administration” and “Party Absorbing Society” mechanism in Absorptive 

Politics, and by cultivating the modes of Missionary Party in Party Integrated Governance, Socialized 

Politics and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has realized the leadership of Party governance in guiding social 

governance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governance, CPC, with strong Party legitimacy  

as the basis, with political mobilization of legalization as the method, by integrating social forces through 

absorption mechanism, and by improving service effectiveness of the political Party through service 

guidance mechanism, has strengthened the network penetration of Party organizations in the grass-roots 

society, realized its effective leadership,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integration in the grass-roots society, 

and comprehensively promoted the modern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y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hence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future social governance. 

Key Words: Party governance; the Party-state-society paradigm;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China 

experience 

[编辑: 游玉佩] 

 

 

 


